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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秸秆粉碎还田是保护性耕作的重要方式，对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减少环境污染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农户实施保护性耕作需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其采纳过程中政策引导和激励起着重要的作用。运用Agent建模方法，设计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决策模型，通过农户选择人工秸秆焚烧还田作业(传统耕作技术)与自购农机或购买专业服务进行秸秆粉碎还田(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对比，研究政府补贴、管制（惩罚）、农技推广（信息诱导）三种政策对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的动态影响。结果发现：以影响耕作成本的价格杠杆调节机制的补贴和惩罚措施都有助于减少农户秸秆焚烧行为，但提高补贴比惩罚对诱导主动积极型农户采纳效果更为明显；三种政策相比，对环境认知程度较低的农户而言，通过成功的信息诱导措施来刺激农户偏好对采纳决策影响具有最佳效果；从政策影响农户选择保护性耕作技术实现方式而言，提高政策刺激强度会促使农户倾向选择购买服务来实施保护性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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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Influence of Policy Selection on the Adoption Behavior of Farmers’ Protective Tillage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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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raw crushed into farmland is an important way of conservation tillage, which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nd reduc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rotective tillage technology should be adopted by farmers, and policy guidance and incentive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adoption process. This paper uses agent-based modeling methods to establish adoption decision model to explore dynamic effects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regulation (punishment), agricultural extension (information induction) on farmer adoption behavior by comparison of selection of artificial burnt straw (Traditional Tillage Technology) with that of agri-machinery or services to carry out (Protective Cultivation Technology). Results show that subsidies and punishment of influencing tillage cost price leverage adjustment mechanism will help reduce farmers’ straw burning, but subsidies are more obvious to induce farmers’ adoption than punishment. On farmers with low environmental cognition, promotion policy has the best effect on the adoption decision to stimulate farmers’ preference through successful information induction in comparison with the three polic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affecting farmers’ choice of technology, increasing intensity of policy incentives helps farmers prefer to purchase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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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雾霾及重污染现象加剧，环境问题日渐严峻。在中国，环境恶化不仅源自工业化，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在传统耕作方式下，因农作物秸秆焚烧产生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和物质对环境也造成了恶劣影响。秸秆焚烧不仅是一个污染问题，还是一个经济问题，而缓解环境改善和经济发展的矛盾，关键还是要促进农业生产技术进步[1]，这就需要提高农户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对新技术采纳水平。在目前倡导生态农业及可持续农业发展背景下，采取保护性耕作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不仅会带来固碳减排的潜在环境效益，还可为农户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2]。

农户实施保护性耕作需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可通过购买农机具或专业服务来实现，但这会导致提高投入成本。为缓解农户经济压力，政府不仅对农户购机提供补贴，还对提供秸秆粉碎还田服务进行补贴服务来促进秸秆还田。然而，农户在长期农业生产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焚烧作业习惯，以及要获得新技术来实施保护性耕作会提高作业成本，于是倾向选择在农田露天大量焚烧秸秆，这既造成了秸秆资源被浪费，又污染了环境。为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对其进行管制，如《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管理办法》等。遗憾的是，这种从环境治理角度出发的惩罚和秸秆环保利用补贴措施在全国普及并非起到了预期效果[3]。
因此，探讨政策刺激是否有效推动农户采纳行为，其采纳决策行为如何演变及哪种政策更有效等问题成为本文关注重点。针对此问题展开研究，以期为政府有关决策部门进行政策设计和实施提供理论依据和参考。
2文献综述
2.1政策工具类型的研究
就政策工具类型而言，有不同划分标准，如：按政策工具使用方式分激励类、管制类、信息传递类三种[4]，按政府强制程度高低分强制类、市场类、引导类和自愿类四种[5]，按实现政府职能角度分为供应、生产、补贴和管制四种[6]，等等。前三种分类都凸显了其各自优点，结合现实中政策和农户实践情况，本文按照使用方式划分方法来给出政策工具。具体而言，诸如经济刺激、补贴等激励类工具引入文中主要指政府提供补贴来刺激农户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诸如法律法规、监督制裁、规定等管制类工具引入文中主要指政府为阻止农户秸秆焚烧行为而采取的惩罚措施。信息传递类工具有引导发布、动员广告、宣传教育、劝诱行销等，引入文中主要指政府通过大众传媒、基层政府组织等途径进行公共政策宣传及田间机械作业示范等方式来劝诱、培训、引导农户提高环境认知和新技术认知与接受程度，以期刺激其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而采取的信息诱导措施。鉴此，本文选择补贴、惩罚和信息诱导三种政策工具来分别参考政府补贴、管制（秸秆禁烧政策）和农技推广三种政策所采取的措施。
2.2农业技术采纳影响因素的研究

Sattler等[7]、Tadesse和Belay [8]、刘丽 [9]、高瑛等 [10]采用实证方法分析了农户农业新技术采纳行为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个体特征类变量（年龄、文化程度、经验、态度、技术和环境认知、风险意识）、家庭特征类变量（家庭收入、家庭劳动力、耕地面积）以及外部环境特征类变量（技术预期收益、技术投入成本、政府补贴与技术培训）等存在明显影响，其中，政府政策支持作为一个外部驱动因素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2.3政策对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影响的研究

有关政策对保护性耕作技术（包括秸秆还田技术）采纳影响的研究，本文主要关注上述三种政策的影响。一是有关补贴政策，如：Haghjou等[11]、刘勤等[12] 、朱萌等[13]研究发现政府补贴对农户采纳行为具有积极影响和激励作用，而Davey和Furtan[14]的研究表明补贴具有消极作用，也有研究发现补贴刺激农户采纳不显著[15]；二是有关政府管制，有研究表明政府对焚烧秸秆的处罚力度（或“禁烧”政策宣传与执行力度）与农户秸秆还田技术采纳行为（或意愿）之间呈显正相关关系[16-17]；三是有关推广政策，主要考察政策宣传与引导、技术培训、信息供给等因素对采纳行为的影响。如：Vignola等[18]、马丽[19]、吴丽丽等[20]研究认为提高技术培训强度、政府示范、政策宣传引导等对农户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具有显著性正向影响；Supaporn等[21]、文长存等[22]研究表明政府信息供给、技术培训等是影响秸秆还田技术采纳行为的重要因素。
综上，有关政府补贴、管制、农技推广等三种政策影响的研究已取得丰富成果，但政策刺激对农户采纳行为动态影响研究尚不充分，并缺乏政策比较。其次，农户环境认知因素影响采纳，但政策对不同环境认知程度的农户采纳影响是否一致有待进一步验证。采纳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采用计量方法难以进一步解读政策实施对采纳过程的动态影响，而基于Agent建模思路可提供方法借鉴。鉴此，本文以农作物秸秆还田为例，采用Agent建模方法，通过农户选择人工秸秆焚烧还田作业(传统耕作技术)与自购农机或购买专业服务进行秸秆粉碎还田(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对比，分析政府补贴、管制、农技推广三种政策对具有不同环境认知程度的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决策行为的动态影响。

3模型设计与检验
Ruttan[23]在分析农业技术采纳过程中认为农户采纳决策不仅会受到经济变量因素影响，还会受到技术风险偏好、使用习惯、经验等因素影响。偏好因素变量引入基于Agent模型可解释人们在个性偏好情景下技术采纳行为[24]。政策因素引入基于Agent模型的预期效果，可通过改变不同产品相关价格或改变主体偏好的途径来分析政策实施不同影响，且基于场景分析的公共政策分析和基于机制的政策主体行为分析使政策仿真方法具有优越性[25]。
现实中，农户保护性耕作及其实现方式的选择偏好来自于外部和内部信息刺激的影响。具体而言，一是来自政府通过大众传媒、基层政府组织等途径进行公共政策宣传、技术推广等外部信息刺激影响，从而形成农户对保护性耕作技术的个体偏好；二是来自邻近区域农户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影响，其信息交互在各自社会网络关系（如邻居、朋友或亲戚）中通过口碑效应途径进行传播，从而使农户对采纳与其邻居同样的技术感到满意（群体偏好），这种“邻居效应”较明显[26]。鉴此，本文基于需求偏好视角，借鉴信息传播机理，从主体需求和决策两方面来设计农户主体模型。

3.1 Agent模型构建 

3.1.1主体需求

设每个主体i拥有一组偏好Pi={Pi1,…,Pim}，m=2。Pi1、Pi2分别参考购买农机和购买服务两个选择领域的偏好。本文主体代表以农村家庭为单位的农户主体，在每个仿真时间步长内，主体在两个选择领域中有两种耕作技术（保护性耕作和传统耕作技术）可选择。主体有个体需求也有社会需求，其满意度被各自选择的耕作技术所影响。个体需求满意度取决于主体在可选择领域中对耕作技术k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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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相应主体偏好之间的差异。因此，主体i在可选择领域j中采纳耕作技术k的个体需求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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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中，j = 1,2；k = 1,2。

为体现主体社会网络特征，根据社会网络理论[27]，本文也考虑两种网络影响方式，即规则网络和随机网络。规则网络中，创建对每个主体与其他的主体无向连接，体现在m维偏好阵列上具有最小欧氏距离。这种连接过程与相似主体连接一起就产生了一个集群网络，实验中连接数量由一个参数变量（Radius-links）控制，取值范围“0-10”，初始设为3。同样，随机网络中建立很小一部分主体与其他的主体随机连接来体现主体小世界网络特征，实验中由一个参数变量（Random-links）控制，取值范围“0-1”，初始设为0.05。

主体的社会需求满意度取自他们的社会关系，且更可能采用与他们邻居同样的耕作技术。因此，主体社会需求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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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k

SN

）可看成是主体i邻居中采纳同样耕作技术的主体比例，其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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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2）中，
[image: image6.wmf]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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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体i邻居中采纳同样耕作技术k的主体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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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体i邻居总数量。

由上述式（1）和（2），可得到主体i的总需求满意度。考虑到每个农户主体对两个需求因素会有不同的依赖程度，鉴于现实中难以直接观察其程度，而诸多农户往往是在两者中进行综合权衡来考虑。为此，特在模型中引入主体需求权重（
[image: image8.wm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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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对其进行调节，并采用系统仿真数据进行赋值。其次，主体i采纳不同耕作技术，其满意度与相关成本因素有很大关系。对农户群体来说，农户平均收入较低，对各自采纳的耕作技术都会考虑到相关成本或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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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农户对采纳成本较低的耕作技术具有较高需求，反之亦然。于是，主体i选择耕作技术k的总需求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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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3）中，权重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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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实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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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校对后的相对成本。
3.1.2主体决策

每个仿真时间步长内，主体在两个选择领域中可采取独立决策。主体决策过程中通过认知过程来体现，且使用这种认知过程又取决于系统仿真中主体的状态。主体决策过程有四种行为方式，如表1所示。主体选择具体的决策过程又与两个变量因素有关，即主体需求满意度水平和对新技术认知接受程度，农户是否接受新技术源自于对采纳这种耕作技术预期效用不确定性水平的判断[28]，体现为农户对技术认知的不确定性容忍度水平。决策过程中，农户会根据这两个因素与其最初需求满意度和不确定性容忍度水平进行比较后选择其采纳决策行为。前者公式（3）已给出需求满意度，对于不确定性考虑是由于主体满意度会随时间变化而变化。因很难预测主体选择的后果，为此，假定主体满意度的高度变化会涉及到主体对新技术认知的较大不确定性。确切地说，可把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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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主体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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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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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4）和（5）中，t为主体的决策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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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体i的n个邻居采纳耕作技术的需求满意度。

式（5）中，如TNi≥Τn 且Ui≤Τu，Τn和Τu∈[0,1]定义为两个外源性控制变量，分别对应于需求满意度和不确定性容忍度水平的两个临界阈值。关于Τn 和Tu的设置，考虑到因受农村信息资源环境条件和农户自身文化程度低的影响，其对新技术接受程度较低，且保护性耕作技术在全国推广程度不同地区有差异，致使有的地区农户对其关注度不高，尤其是偏远地区农户，因此，本文对Τu和Τn初始设为0.2和0.5作为参考值。表1描述了主体各自适用条件下的决策行为和过程。
	
	表1   农户主体决策行为和过程描述

	满意度
	不确定性
	决策行为
	主体决策过程描述

	≥Τn
	≤Τu
	重复选择
	重复前期的选择，取一个最大值。

	≥Τn
	＞Τu
	仿效他人
	检查网络邻居采纳耕作技术分布情况，并采纳相同的耕作技术，在数值相同情况下，随机选择一个。

	＜Τn
	≤Τu
	慎重思考
	对每个可能采纳的耕作技术计算预期的需求满意度，然后选择一个最高的需求满意度，在数值相同情况下，随机选择一个通向最高满意度的耕作技术。

	＜Τn
	＞Τu
	社会比较
	在网络邻居里检查耕作技术采纳的分布情况，在数值相同情况下，随机选择一个。把已选的耕作技术预期满意度和主体当前耕作技术的满意度进行比较，并选择一个通向最高的满意度。在数值相同情况下，随机选择其中一个。


3.1.3政策情景设计

关于政策设计，主要考虑价格调节和信息传导两种机制。为考察对成本影响的价格调节机制，特在模型中增设两个调节变量（补贴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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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惩罚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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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创建两个不同政策情景。在政策选择上，若采取补贴措施，其成本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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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采取惩罚措施，其成本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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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式为：

                                
[image: image25.wmf]ik

ik

ik

C

FC

)

1

(

l

+

=

                                （7）

式（6）和（7）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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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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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1}。
由文献分析可知，环境认知对采纳行为影响明显。考虑到信息传导机制，本文创建可以刺激偏好产生变化的两类情景来改变农户对环境的认知程度，以期考察信息诱导刺激的影响。第一类刺激偏好产生变化的主要针对具有环境认知基础的农户，且这类群体对环境保护意识具有较高敏感度，从而可更多地接受和吸收信息内容。对这类群体进行信息诱导刺激，其偏好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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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刺激偏好产生变化的群体，主要针对环境认知程度低或关注度低（或对环境无认知意识）的主体。尽管这类群体很难通过前期信息诱导来达到目标，但通过成功的信息传导刺激，其潜在影响效果可能会更大[29]。为此，假设主体环境认知程度越低，其政策刺激偏好产生变化的程度就越高。对这类群体采取信息诱导措施，其偏好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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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8）和（9）中，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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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推广政策信息刺激强度，取值为{0.0,0.1,…,1}。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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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9）式意味着所有主体将可能会具有环境认知偏好，从而都有可能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根据模型设计，试验中增设农户群体偏好情景选择变量（
[image: image35.wmf]i

PF

），取值为{1,2}分别代表对环境具有不同认知程度的农户群体，其中：1为刺激第一类群体偏好情景，这类群体主要代表对环境具有一定认知基础或对环境关注度高的农户；2为刺激第二类群体偏好情景，此类群体主要代表对环境无认知或认知程度较低的农户。

3.2 参数设置

3.2.1主体类型与规模分配
本文创建农户主体数为1 000，其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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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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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值分布在[0,1]区间，越接近1分别表示为农户主体对选择购买农机和服务以及采纳的耕作技术越关注，反之亦然。为体现主体异质性，本文分两大群体类型三类主体，即第一类主体（SF-Agent）代表采纳传统耕作技术，对秸秆进行人工焚烧还田处理。第二类群体代表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通过选择购买农机或专业服务来对秸秆进行粉碎还田处理，包括两类主体，其中一类属于观望类主体（PF-Agent），这类主体最容易受到周边社会群体采纳行为的影响，创建这类主体是为了更好地体现现实中农户在两个选择领域中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的趋势，以期观察在政策刺激下这类群体决策行为变化；另一类主体（RF-Agent）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代表主动积极型群体类型。关于三类农户主体在总群体中规模的设置（主体权重分别为W1、W2和W3，W1+W2+W3=1），以实地调研数据（在不考虑政策刺激下采纳两种耕作技术的农户初始比例）作为参考来设置初始取值分配范围，如表2所示。鉴于观望类农户主体规模及农户偏好在现实中难以直接观察，本文采用系统随机产生数据进行赋值。

	表2  农户主体规模的仿真参数初始取值分配

	选择领域
	耕作
技术
	群体
类型
	调研数据
	农户主体
	仿真参数
	取值范围
	初始比例

分配区间
	初始赋值计算

	购买农机
	传统
	第一类
	0.653
	SF-Agent
	W1
	0-1
	0.6-0.7
	0.65

	
	保护性
	第二类
	0.347
	PF-Agent
	W2
	0-1
	0.3-0.4
	random (1 - W1)

	
	
	
	
	RF-Agent
	W3
	
	
	1 - W1 - W2

	购买服务
	传统
	第一类
	0.774
	SF-Agent
	W1
	0-1
	0.7-0.8
	0.77

	
	保护性
	第二类
	0.226
	PF-Agent
	W2
	0-1
	0.2-0.3
	random (1 - W1)

	
	
	
	
	RF-Agent
	W3
	
	
	1 - W1 - W2


3.2.2成本校对及数据来源

为考察秸秆处理方式带来成本的不同，本文把耕作成本分为基本作业成本（即一亩地进行正常的标准作业）和秸秆处理成本。若采用传统焚烧秸秆还田，视为秸秆处理成本为0；若采用保护性耕作技术，则在各自选择领域中分别对应不同耕作技术作业带来的秸秆处理成本。为便于各选择领域中成本可比性，特以参考平均值为对照对各成本进行校对处理。关于PF-Agent类耕作成本，取平均成本作为参照。成本参考数据来源于《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14)》、《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4)》、《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14)》及《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指导意见（2014）》。对购买农机而言，选取小型农机（工作幅度为1 500mm）并扣除了农机购置补贴额（总体补贴标准不超过近三年平均售价30%的要求）的市场参考价格。鉴于小型农机作为农户家庭一种必备工具，带有秸秆处理功能的农机可对玉米、小麦、稻谷等多种秸秆进行处理，为了便于数据选取针对性（玉米秸秆），特在农机成本上引入一个系数
（0.4）进行调整，参考平均值是根据农业固定资产设备投入和农村人口（每农户家庭）数据进行折算后的近似比值作为参考。对购买服务而言，参考平均值采用提供专业服务的机械作业成本作为参考，其值为稻谷、小麦、玉米等三种主要粮食作物综合考虑的平均成本数，其中对秸秆处理成本，参考王舒娟、蔡荣[30]研究，选取40元/亩。各数据选取和校对后数值，如表3所示。
	表3  农户主体耕作技术选择和成本校对表

	选择领域
	主体类型
	耕作技术及秸秆处理方式
	参考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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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成本
[image: image39.wmf]ik

C



	购买农机

（元/户）
	SF-Agent
	传统耕作技术（焚烧还田）
	2 000
	1.754 4

	
	PF-Agent
	保护性耕作技术（粉碎还田）
	2 700
	2.368 4

	
	RF-Agent
	保护性耕作技术（粉碎还田）
	3 400
	2.982 5

	
	参考平均值
	1 140
	1

	购买服务

（元/亩）
	SF-Agent
	传统耕作技术（焚烧还田）
	95.31
	0.762 9

	
	PF-Agent
	保护性耕作技术（粉碎还田）
	115.31
	0.923 1

	
	RF-Agent
	保护性耕作技术（粉碎还田）
	135.31
	1.083 2

	
	参考平均值
	124.92
	1


本文采用NetLogo5.1仿真平台，每个情景实验重复50次，仿真结果数据采用其算术平均值。
3.3模型检验

3.3.1结果比较

根据模型设计，为验证基于Agent模型预测结果的有效性、稳定性和可靠性，我们开发量表考察三种政策对两类不同环境认知程度的农户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影响，并选择秸秆焚烧集中的华北平原地区为中心展开调研。为避免一个市县内问卷的同质性，使其更具真实性，我们选择位于华北平原地区中5个交界相邻省份，对石家庄、枣庄、临沂、开封、淮北、淮南、盐城等地区农户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发问卷400份，回收有效问卷311份，有效问卷率77.75%。调查样本值与模型预测值如表4所示，通过直观数据对比，大致可判断在解释政策刺激对农户采纳的影响结果上具有一致趋势。

	表4  政策刺激农户耕作技术采纳影响结果汇总表

	环境

认知
	购买选择
	耕作技术(初始值)
	补贴政策
	政府管制
	农技推广政策

	
	
	传统
	保护性
	传统
	保护性
	传统
	保护性
	传统
	保护性

	第一类
	农机
	0.64/0.65
	0.36/0.35
	0.38/0.39
	0.62/0.61
	0.42/0.45
	0.58/0.55
	0.28/0.29
	0.72/0.71

	
	服务
	0.77/0.77
	0.23/0.23
	0.37/0.39
	0.63/0.61
	0.42/0.41
	0.58/0.59
	0.41/0.44
	0.59/0.56

	第二类
	农机
	0.66/0.65
	0.34/0.35
	0.41/0.39
	0.59/0.61
	0.38/0.40
	0.62/0.60
	0.13/0.07
	0.87/0.93

	
	服务
	0.77/0.77
	0.23/0.23
	0.38/0.41
	0.62/0.59
	0.46/0.42
	0.54/0.58
	0.11/0.07
	0.89/0.93

	注：每行对应表示为调查样本值/模型仿真结果平均值（结果采用四舍五入法保留两位小数）。


3.3.2结果检验

根据调查结果，运用SPSS18.0统计工具，在区分购买农机和服务基础上，对两类不同环境认知程度的农户进行分组，采用分层卡方检验方法对实验组和调查组中三种政策刺激影响结果进行了检验，发现不同层间同质性检验、一致性检验和分层卡方检验的P值在0.065-0.912之间，显著性检验的概率都大于0.05（如表5所示），说明两组中三种政策刺激对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的影响结果在统计学意义上无显著差异，模型预测结果与实际调查情况趋于一致。

	表5  分层卡方检验结果

	Asymp.Sig.(2-sided)

P值
	购买农机
	购买服务

	
	补贴政策
	管制
	推广政策
	补贴政策
	管制
	推广政策

	不同层间同质性检验(Breslow-Day Tarone's)
	0.726
	0.685
	0.179
	0.286
	0.600
	0.065

	一致性检验(Cochran's)
	0.836
	0.153
	0.430
	0.191
	0.389
	0.681

	分层卡方检验(Mantel-Haenszel)
	0.912
	0.182
	0.511
	0.219
	0.434
	0.750

	注：表中对应栏内为卡方检验的Asymp.Sig. (2-sided)P值表示5%显著性水平,df = 1。


4实验结果分析

4.1政府补贴的影响

政府若采取补贴措施在农户选择购买农机和服务中对采纳耕作技术的影响，实验分别对两类偏好情景进行对照，如图1和2所示。两组图显示，选择补贴激励措施作为一种影响成本的价格调节机制，对农户在两种选择领域中的决策行为产生了明显影响。从图中曲线走势看，政府补贴的影响结果在农户两种偏好情境中总趋势基本一致，这说明补贴的影响不会因农户对环境认知程度的不同而出现较大变化。单从补贴角度考虑，能看出在选择农机和服务领域中，SF-Agent曲线有下滑趋势，说明政府采取补贴措施可刺激提高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率，从而使农户减少焚烧秸秆。图中显示，对选择购买农机的农户而言，补贴强度在小于0.5时，对于主动积极地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农户比例基本上未有变化，但随着补贴提高，这类群体采纳比率会明显增加，可见，补贴作为一种成本弥补方式较受农户青睐。在选择购买服务方面，补贴强度大于0.1时，RF-Agent曲线就开始上升，可见在有补贴情况下选择购买专业服务来实施保护性耕作的农户会明显增多。在两类偏好情景中，不管农户选择购买农机还是服务，补贴政策刺激都会带来较大一部分农户群体改变决策，从而减少秸秆焚烧行为，如购买服务中SF-Agent曲线下滑趋势（采纳比例从77%下降到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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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看出，不断加强补贴刺激，SF-Agent曲线未能趋于零，说明依然有农户采取传统耕作。众所周知，补贴会加大政府负担或政策成本，但也不能忽视其刺激效果。现实中补贴对部分农户而言并非为唯一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有效激励措施，因为还有一部分观望群体受到其他群体决策行为以及自身采纳技术成本因素影响。对观望类农户而言，当诸多采纳传统耕作技术的农户改变决策行为而采用保护性耕作技术时，这种影响似乎更为明显，如PF-Agent曲线变化趋势。

4.2政府管制的影响

政府若采取管制，实验结果分别对两类偏好情景进行对照，如图3和4所示。两组图显示政府管制影响趋势基本一致。可见，管制也不会因农户是否对环境的认知差异而出现较大变化。由图显示，采取惩罚对主动积极型的农户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影响效果不明显。随着惩罚力度的加大，从SF-Agent下滑趋势线可看出，一部分采纳传统耕作技术的农户会改变决策行为，转向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但从观望群体PF-Agent曲线上升趋势看出，这类群体受社会网络邻居和政策刺激影响，其采纳比率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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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选择领域中，这种管制在农户选择购买服务中的影响较大，而在选择购买农机方面，尽管对自购农机的农户有一定影响，但从SF-Agent曲线下滑趋势较平缓中可看出这种影响效果作用不大。现实中农户自购农机后是否采用保护性耕作技术有诸多原因，如：秸秆粉碎、少耕深松、少耕覆盖、覆盖耕作等都涉及到技术复杂性带来较高的作业成本，即使农户不焚烧秸秆，但存在对这种技术和环境的认知不足，可能会放弃采纳带有较高作业成本的保护性耕作技术。由图看出，选择购买服务的农户，尤其是对于观望群体，这种政策影响带来的变化趋势较明显，在惩罚力度达到0.5水平时，这部分选择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的群体比例增幅较快（如PF-Agent的比例从21%增长到50%），这说明农户选择购买服务或中介服务组织提供这种技术服务来实施保护性耕作较受农户青睐。
4.3推广政策信息诱导的影响

政府采取信息诱导措施对两类不同偏好情景的农户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影响效果前后出现了显著变化，如图5和6所示。当PF=1时，在自购农机方面，当δ1小于0.8时，信息诱导对采纳传统耕作技术的农户影响作用效果不大，但当这种政策进一步加强时，如针对性的强化培训和学习后，会改变一部分群体决策行为，从而转向采纳保护性耕作。对PF-Agent和RF-Agent农户群体而言，在δ1大于0.1时，这种政策刺激使部分农户提高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加上受到社会网络邻居的影响，从而使部分观望者加入到RF-Agent群体中，即从观望态度变为主动积极的行为。随着政策刺激强度的加大，不管农户选择购买农机还是服务来耕作，对这类偏好的农户都有助于刺激减少秸秆焚烧行为（如SF-Agent曲线下滑），提高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比例（如RF-Agent曲线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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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PF=2时，这种政策刺激出现了明显的作用效果。不管是选择购买农机还是服务，信息诱导对这类偏好群体的农户决策行为影响产生了显著的变化。对农户选择购买农机而言，在信息诱导强度为0.5左右时，SF-Agent曲线几乎接近于0，这说明信息诱导有助于刺激大部分农户减少秸秆焚烧行为，但对主动积极型农户采纳影响未出现较大变化，反而部分观望群体受到此政策诱导从而使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农户比例得到提高（如图6中PF-Agent曲线变化趋势）。随着信息诱导措施强度进一步加大（如当δ2>0.6时），可以看出那部分观望农户加入到RF-Agent群体中，从而使主动积极型农户采纳比例迅速提高。因这种政策刺激未考虑农户耕作成本变化的影响，SF-Agent和PF-Agent曲线最后都将趋近于0，从而使RF-Agent群体的农户采纳比例达到最高，即这种政策刺激最后会使农户都可能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在农户选择购买服务中，当信息诱导强度大于0.1时，RF-Agent曲线趋势就开始上升，这说明农户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选择购买专业服务较受青睐。

总体来看，提高信息诱导刺激强度对无环境认知或环境认知程度较低的农户群体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影响产生了明显效果，即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农户比例显著提高或最后都可能会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而且，在实地考察中发现这种政策的传导机制在河北、河南、江苏等地区已经使绝大多数农户提高了对环境保护的认知程度，从而使农户减少秸秆焚烧行为，采取保护性耕作。由此看出，与前两种政策相比，推广政策采取针对性的信息诱导措施从长远看可作为一种比较有效的政策选择。

5结论与政策含义
5.1主要结论

根据上文实验结果分析，可以得到：①三种政策刺激对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决策行为产生影响具有明显效果，提高政策刺激强度有助于提升其采纳率，但对农户是选择购买农机还是专业服务来实施保护性耕作的影响效果略有不同，提高政策刺激强度会促使农户倾向选择购买服务来实施保护性耕作。②对两类不同偏好情景而言，在以影响耕作成本的价格杠杆调节机制下政府补贴和管制都有助于降低农户秸秆焚烧行为，相比于管制，提高补贴刺激强度对主动积极型农户采纳的影响效果更明显。③三种政策相比，对环境认知程度较低的农户而言，通过信息传导机制下成功的信息诱导措施来刺激农户偏好对采纳决策影响具有最佳效果。
5.2政策含义
第一，对于环境认知程度较低或无环境认知意识的第二类农户群体而言，由于这类群体诸多是集中在中西部偏远山区或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地区以个体方式在小块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政府有必要采取通过成功的信息诱导措施来提高此类农户采纳积极性以及对环境和技术的认知程度。第二，加强农业生产过程检查和监督，从促进农业生产技术进步角度上改变耕作技术，利用秸秆粉碎还田来提高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质量，以解决农户对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采纳问题来改变农业生产方式和提高农业生产率水平，进而缓解贫困并改善环境质量。第三，奖励补贴措施可与惩罚机制交替执行。如，惩罚与补贴额度累加一起对农户实施奖励进行刺激，或者采取减少其他方面补贴额度，提高秸秆还田服务补贴标准。另外，由于政策刺激农户会倾向选择购买服务来实施保护性耕作，而农户选择购买服务又来自诸如不同形式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或中介服务组织。因此，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或发展中介服务组织来实现农作物秸秆还田的产业化和企业化经营，其对农户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具有极大地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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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调整系数的设置，因目前未有一个统一的参考标准和数据，根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4）》，本文选取依据为农作物玉米可播种面积占三种主要粮食作物可播种面积的比例（0.4）作为参考调整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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